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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贸易政策“武器化”是地缘政治经济转型背景下ꎬ欧盟基于以规则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观实施的单边主义战略ꎮ «反经济胁迫条例»的出台再次印证了其贸易政策

“武器化”实质ꎬ政策工具多元化、相互依赖制度化、规则攻防并重化的动态特征也引发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及对贸易系统性风险的隐忧ꎮ 对逻辑进路的解析表明ꎬ其发挥作用

缘于单边法律规范、结构性权力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结合ꎬ对目标国产生威慑、阻断与要求

赔偿的预期效果ꎮ 从合法属性来看ꎬ其有违一般国际法原则与 ＷＴＯ 规则ꎮ 为进一步加

强涉外法治建设ꎬ中国应当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ꎬ完善国内反制裁法律体系、

强化国际合作ꎬ充分利用并推动健全 ＷＴＯ 争端解决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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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ꎬ贸易政策始终是各政府用于管理国家和区域经济

体之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核心工具ꎮ① 通过边境与边境后的一揽子贸易政策措施ꎬ各

① Ｓｅｅ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Ｖｅｌｕｔꎬ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Ｄ. Ｗｒｉｇｈｔꎬ ｅ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４８５.



政府得以促进或管制进出口贸易活动ꎬ而这亦为贸易政策的“武器化”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①预留了空间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欧盟官方公报正式发布了«关于保护联盟及其

成员国免受第三国经济胁迫的第 ２０２３ / ２６７５ 号条例» (以下简称 «反经济胁迫条

例»)ꎬ②这意味着欧盟酝酿了三年有余的反胁迫工具(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已成

为立法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生效ꎮ 欧洲议会将该条例称为对抗非欧盟国家经济胁

迫和不公平贸易限制的“新武器”ꎬ③看似有着正当的目的ꎮ 然而ꎬ一方面ꎬ有观点认为

欧盟相关经贸政策的核心针对目标为中国ꎬ④似有“对人不对事”之嫌ꎻ另一方面ꎬ从该

条例具体条文和“新武器”这一措辞来看ꎬ«反经济胁迫条例»实质是在推进新一轮的

贸易政策“武器化”ꎮ

近年来ꎬ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舞台上通过单边途径推行贸易政策“武器化”的

事例屡见不鲜ꎬ而欧盟关于经济胁迫立法的最新实践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争议ꎮ 于中国而言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强调中国“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

化、武器化、泛安全化”ꎮ⑤ 相较于美欧借助立法手段“武器化”贸易政策的行为ꎬ中国

仅通过外交途径的声明难以纾解可能产生的风险危机ꎬ且对此缺乏法律语境下的具体

分析与应对之策ꎮ 因此ꎬ本文尝试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ꎬ梳理欧盟贸易政策“武

器化”的生成逻辑、动态表征及其可能的违法性风险ꎬ并在涉外法治建设的视域下为

中国应对贸易政策“武器化”提出法律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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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战略目的ꎮ 这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ꎬ国际关系领域中“武器化相互依赖”在贸
易政策层面的具体应用ꎮ 参见孙成昊、王叶湑、董一凡:«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机制探析———权力来源与政策实
践»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ꎬ第 ６９－７１ 页ꎻ田野:«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旧”与“新”»ꎬ«中国社会科
学报»ꎬ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第 Ａ０７ 版ꎮ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３ / ２６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ＯＪ:Ｌ＿２０２３０２６７５.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Ｕ’ ｓ Ｎｅｗ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ｒａｄｅꎬ” 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ｎｅｗｓ / ｅｎ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０９１５ＳＴＯ０５２１４ / 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ｕ－ｓ－ｎｅｗ－ｗｅａｐｏｎ－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ｒａｄｅ.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Ｇａｏꎬ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ｇ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ｗｉｌ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 ꎻ姜胤安:«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目标、动因与制约因素»ꎬ载«国际经济
合作»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第 ８４－８５ 页ꎻ钟艺琛:«欧盟委员会的扩权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嬗变»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５ 页ꎮ

习近平:«坚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第 ２ 版ꎻ另参见«习近平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式并致辞»ꎬ«人民日报»ꎬ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７ 日ꎬ第 １ 版ꎮ



一　 «反经济胁迫条例»的规则机制与争议焦点

欧盟«反经济胁迫条例»发端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盟情

咨文ꎬ其中建议打造“阻止和抵制第三方胁迫行为的工具”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欧

盟委员会通过了«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提议草案ꎻ②经过多轮协商谈判后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欧洲议会的修改文本ꎬ«反经济胁迫条例»遂于 ２０２３ 年年

末正式生效ꎮ 最终文本规定ꎬ该条例的目的是“阻止经济胁迫或使经济胁迫停止ꎬ同

时作为最后手段(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ꎬ通过欧盟应对措施来抵制经济胁迫”ꎮ③ 反胁迫工具作

为应对经济胁迫“最后手段”的表述言简意深ꎬ但其运作机制设计较为复杂ꎮ

(一)«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机制设计

与立法草案相比ꎬ«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最终文本在欧盟所受损害的赔偿、第三国

措施的审查时限、联盟利益的确定、信息收集、单点接触、国籍规则等条款上做出了更

为细化的规定ꎬ亦更能体现该条例的立法宗旨ꎮ 具体而言ꎬ欧盟针对第三国实施经济

胁迫行为而采取措施的机制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对于第三国所谓“经济胁迫”行为的审

查主要由欧盟委员会负责ꎬ欧盟理事会则通过制定法案为采取行动提供法律依据ꎮ 而

在对抗胁迫行为时ꎬ该条例采用了“两步走”的方略ꎬ④即首先通过与第三国谈判协商

或递交国际裁决等“不干涉”的模式ꎬ暂不直接借由制裁手段抵抗第三国经济胁迫行

为本身ꎻ而如果第三国仍未停止胁迫行为或没有“完全赔偿损害”或根据联盟利益有

必要采取联盟应对措施的ꎬ则可运用该条例附件一所提供的十项措施对经济胁迫行为

予以“反制”ꎮ 此外ꎬ该条例第 １２ 条还为联盟应对措施的修改、暂停与终止设立了条

件限制ꎬ但相应条件围绕欧盟的“联盟利益”展开ꎬ在灵活性措施设置的同时也暗含着

“欧盟利益优先”的色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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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机制设计图

注:图由作者根据«反经济胁迫条例»绘制ꎮ 图中实线框内行为主体为欧盟委员会ꎬ虚线框内行

为主体为欧盟理事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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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经济胁迫条例»规则的争议焦点

自草案起ꎬ有关«反经济胁迫条例»的规则形式便存在一系列争议ꎮ 这些争议主

要围绕实施有效性问题ꎬ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经济胁迫”的界定标准模糊宽泛ꎮ 该条例第 ２.１ 条对“经济胁迫”的定义

是“第三国采取或威胁采取影响贸易或投资的第三国措施ꎬ以阻止或促使欧盟或成员

国停止、修改或采取某一特定行为ꎬ从而干涉欧盟或成员国的合法主权选择”的行为ꎻ

第 ２.２ 条进一步列明了判断“经济胁迫”所需考量的五项因素ꎬ包括第三国措施的强度

与严重性、是否采取干涉模式、侵犯主权的程度、是否基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关切是否真

诚努力尝试先行协调或裁决ꎮ 对于该条规定ꎬ首先ꎬ第 ２.１ 条将“经济胁迫”的定义置

于更宽泛的维度ꎬ只要欧盟或其成员国受到第三国任何直接或间接贸易措施的负面影

响ꎬ便可对该行为进行审查ꎮ 即便对于欧盟内部而言ꎬ这样宽泛的定义也弊大于利ꎮ

这是因为ꎬ一方面将为欧盟委员会及各国相关机构增添更多的审查压力ꎻ另一方面ꎬ面

对贸易和投资部门的负面影响ꎬ作为经济一体化的联盟不仅不选择提供援助ꎬ反而施

加更多的限制ꎬ将为欧盟内部较小的成员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成本ꎮ① 其次ꎬ第 ２.１ 条为

经济胁迫的认定增加了一项主观因素ꎬ即第三国需要以“干涉欧盟或成员国的合法主

权选择”为目的ꎬ这可能会导致对第三国胁迫行为认定陷入证据障碍ꎬ②在后续委员会

提交至理事会的提案以及理事会颁布的法案说理中可能存在解释漏洞与难以使第三

国信服之处ꎮ 最后ꎬ关于第 ２.２ 条的五项考量因素ꎬ一方面ꎬ该条例只规定了委员会

“应考虑”相应条件ꎬ但具体两条款间如何匹配适用缺乏进一步说明ꎬ即如果第三国行

为在满足第 ２.１ 条的定义下ꎬ基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关切或曾以真诚努力的方式尝试进

行国际协调或裁决ꎬ那么是否能够赋予该国行为以条例下的合法性?③ 另一方面ꎬ对

于诸如“国际公认的合理关切”“真诚努力”等因素的标准也缺乏详细说明ꎬ这要求委

员会后续进一步出台相应实施细则ꎬ但在此之前ꎬ标准的模糊性只会使得该条例在

“经济胁迫”措施的认定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上便存在争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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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信息来源繁杂与机构能力有限间的鸿沟ꎮ 对于第三国措施的审查ꎬ该条例

第 ４.２ 条规定ꎬ信息来源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动收集的或从任何可靠来源(包括各成员

国、欧洲议会、经济经营者或工会)取得的经证实的信息”ꎬ此外ꎬ还可在适当情形下向

利益相关者寻求信息和意见ꎮ 即便最终发布的条例文本相较草案专门规定了信息收

集的期限、目的和特殊情况ꎬ但相应规范仍具有主观解释空间ꎬ具体落地还需进一步细

化ꎮ 同时ꎬ第 ４.２ 条要求欧盟委员会及各国执行机构加强与经济经营者、工会等主体

的合作关系ꎬ这自然涉及相关机构的能力建设问题ꎬ特别是在国际经贸关系日益复杂

的情形下ꎬ公权力机构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往往难以达成ꎮ① 另外ꎬ由于信息收集渠道

多样而审理相关措施的时间有限ꎬ最终的审查结果可能呈现利益倾向ꎬ即相关机构在

审查第三国的措施时ꎬ先入为主以欧盟及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所受的负面影响为参照ꎬ

最终往往倾向于认定第三国措施构成经济胁迫ꎮ 比如ꎬ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２１ 年年底为

阐明反胁迫工具的合理性而发布的影响评估报告中ꎬ列举了若干被视作经济胁迫的案

例ꎬ②但其出于多种因素考量降低了经济胁迫的认定门槛ꎮ③ 可以预见的是ꎬ«反经济

胁迫条例»正式生效后ꎬ由于信息收集程序的烦琐与执法机构能力的欠缺ꎬ经济胁迫

的认定标准可能会倾向于为欧盟利益服务ꎬ而丧失其在法律依据上的正当性ꎮ

第三ꎬ第三国的申诉救济机制欠缺ꎬ程序公正性薄弱ꎮ 除却实体规则的争议ꎬ«反

经济胁迫条例»在程序公正性上亦有所欠缺ꎮ 即便相较于草案而言ꎬ生效文本赋予理

事会进一步审查的权力ꎬ避免了由欧盟委员会在“反向有效多数表决” (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ｑｕａｌｉ￣

ｆｉｅ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ｖｏｔｉｎｇ)机制下直接采取行动的权力制衡缺位状态ꎬ④但该条例仍未给予被

审查的第三国充分的救济机制安排ꎮ 欧盟委员会审查认定其行为符合第 ２.１ 条的经

济胁迫定义后ꎬ该条例第 ５.３ 条给予第三国“在规定期间内提交意见”的权利ꎬ但这一

意见并无实质救济效力ꎮ 而后续一旦进入联盟应对措施的实施阶段ꎬ根据法案ꎬ第三

国无法向委员会反馈意见ꎬ只得借助多边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等的争端

解决程序提出诉求ꎬ否则若其不主动停止所谓的胁迫行为ꎬ欧盟应对措施及其对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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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审查行为原则上将永久持续ꎮ 这一方面会降低欧盟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声誉ꎬ另一

方面该条例的违法属性将会被置于多边平台下进行审视ꎮ 对于以«反经济胁迫条例»

为代表的贸易政策“武器化”的违法性分析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ꎬ在此不再赘述ꎬ但

无论如何ꎬ该条例在程序公正性上的欠缺最终可能使欧盟反经济胁迫机制缺乏国际法

层面的合规性ꎬ导致机制整体的无法运作与“反经济胁迫”预期效果的落空ꎮ

(三)«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武器化”实质

«反经济胁迫条例»规则形式所引发的各项争议实质上可以归于各国对欧盟贸易

政策“武器化”行径的隐忧ꎮ 该条例的首席立法者朗格(Ｂｅｒｎｄ Ｌａｎｇｅ)将其比喻为“一

只有牙的老虎”和“一把真枪”ꎬ①从欧盟委员会在立法各阶段的影响评估报告中也可

以看出ꎬ其并非没有意识到将该条例“武器化”的事实ꎬ而是一再通过粉饰条例的出台

背景妄图将其正当化ꎮ 具体而言ꎬ«反经济胁迫条例»的“武器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ꎮ

第一ꎬ条例打击对象宽泛ꎮ 一方面ꎬ如上文所述ꎬ该条例将“经济胁迫”的界定过

宽ꎬ只要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利益受到负面影响ꎬ第三国的相应措施便可能遭受欧盟委

员会的审查ꎻ退一步而言ꎬ即便第三国措施构成所谓“经济胁迫”行为ꎬ也并不等同于

违反国际法ꎮ 在 １９８６ 年“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ꎬ国际法院认为ꎬ美国对于尼加拉瓜

实行贸易禁令等限制性措施并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国际习惯法ꎬ②意即经济胁迫

行为并不一定违反国际法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ꎬ而依赖一国援助或几乎只与该国

进行贸易的国家更倾向于辩称该经济措施具有违法性ꎮ③ 即便是在民法领域ꎬ胁迫也

分为“合法威胁”与“不法胁迫”ꎬ虽然二者都会侵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ꎬ但法律层面

“反胁迫”的核心目的在于识别、把握真正的不法胁迫与一般合法威胁的界限ꎮ④ 因

此ꎬ欧盟在放宽“经济胁迫”认定条件之时ꎬ还扩大了对于“经济胁迫”行为非法性的判

定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该条例第 １０ 条规定了对自然人或法人使用联盟应对措施的情形ꎬ

相较于草案第 ８ 条的表述ꎬ条例最终文本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对于第三国借助自然人

或法人的形式实施经济胁迫行为的管制ꎬ实际上扩大了经济胁迫的适用范围与条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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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对象ꎮ

第二ꎬ联盟应对措施多样ꎮ 该条例附件一所列明的十项“联盟应对措施”是欧盟

借以打击经济胁迫行为的核心手段ꎬ具体包括新征关税、进出口限制、适用于过境货物

的措施或适用于货物的内部措施、限制公共采购招标权利、限制服务贸易、限制外国直

接投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或其商业利用、限制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对违反化学品法

案货物的反制、对违反卫生和植物检疫法案货物的反制ꎬ涵盖的管制措施范围十分广

泛ꎮ 一方面ꎬ联盟应对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可能违反欧盟所需遵守的国际义务ꎻ另一方

面ꎬ附件一的十项条款均含有应对措施“必要时可以”不履行国际义务的表述ꎬ具体的

评判标准需要欧盟委员会在提交提案与理事会颁布法案时予以自由裁量ꎬ但模糊性条

款的设置为联盟应对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形式扩张预留了灰色地带ꎮ

第三ꎬ措施适用期限较长ꎮ 在第 １２ 条的规定下ꎬ联盟应对措施的修改、暂停和终

止均需依委员会审查通过ꎬ否则其针对第三国的打击措施将永久持续ꎮ 第 １２.４ 条规

定的终止联盟应对措施的情形包括:经济胁迫已停止且已完全修复损害ꎬ经济胁迫已

停止、损害尚未修复但考虑到案件情况已无必要继续采取措施ꎬ已达成共同商定的解

决办法ꎬ国际第三方裁决约束ꎬ以及根据联盟利益的适当要求ꎮ 一方面ꎬ“完全修复损

害”“共同商定”等条件事实上要求第三国服从欧盟的相关规定ꎬ在欧盟主导的语境下

提供解决思路ꎻ另一方面ꎬ关于“必要”“适当要求”等具有主观评判标准的条件ꎬ在欧

盟的联盟利益优先原则下ꎬ往往会做出不利于第三国正当权益维护的评判结果ꎬ最终

该联盟应对措施的实施可能落入欧盟与第三国“谁能承担更多的伤害以换取对方让

步”的零和博弈ꎮ①

总之ꎬ«反经济胁迫条例»规则具有很强的争议性、强制性、扩张性ꎬ在细则尚未明

晰、实施影响未成定论的情形下便被推行ꎬ充分体现出欧盟试图将其作为一种贸易武

器以满足自己战略利益的目的ꎮ 实际上ꎬ«反经济胁迫条例»作为当前欧盟推行贸易

政策“武器化”的缩影ꎬ反映出其处于动态演进的新特征ꎮ

二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动态表征

近年来ꎬ虽然贸易政策“武器化”不断涌现新的表现形式ꎬ但其并非一个新概念ꎮ

９８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逻辑解构与法律回应

① Ｓｅｅ Ｃｈｉｅｎ－Ｈｕｅｉ Ｗｕꎬ “Ｔｈｅ Ｅ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ｔｉ－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ｐｐ.３０５－
３０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美国学者林赛(Ｊａｍｅｓ Ｍ. Ｌｉｎｄｓａｙ)就将贸易制裁视为一种政策工具ꎬ

认为其具有威慑、胁迫的功能ꎬ但由于其达成真正的威慑胁迫效果需要严格满足相关

条件ꎬ故而以此为目的的贸易工具往往作用有限ꎮ① 此外ꎬ还有学者分析了美苏冷战

期间贸易政策所发挥的“武器化”作用ꎬ认为贸易禁令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冷

战结束的步伐ꎮ② 不难看出ꎬ早期的贸易政策“武器化”主要由美国发起ꎬ且迄今美国

仍是运用贸易政策武器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主要国家ꎬ③而欧盟近期一系列贸易政策

的立法动向则体现出其亦尝试加入这一“武器化”的阵营ꎮ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ꎬ欧盟

贸易政策“武器化”呈现如下动态特性ꎮ

(一)武器多元化———贸易政策工具箱的手段扩充

不限于单一的贸易制裁手段ꎬ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拥有一套跨领域、多主体的

综合性贸易政策工具箱ꎮ 传统上ꎬ欧盟使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的反倾销、反补贴

与保障措施以维系内部企业在竞争中的利益平衡ꎮ④ 然而近年来ꎬ欧盟转变其贸易战

略并一举建立或更新了至少八项贸易政策工具ꎬ包括国际采购工具(ＩＰＩ)、外国补贴条

例(ＦＳＲ)、贸易执法条例(ＴＥＲ)、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零毁林法案(ＥＵＤＲ)、企业

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ＣＳＤＤ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ＦＤＩＳＦ)以及反经济胁迫

工具(ＡＣＩ)ꎬ其中 ＩＰＩ、ＦＳＲ、ＡＣＩ 所体现出的“威慑”含义及其对贸易政策“武器化”的

影响更为显著ꎮ⑤ 欧盟一再扩充其贸易工具手段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武器化”进程密

不可分ꎬ«反经济胁迫条例»便是为了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运用«１９６２ 年贸易扩展法

案»第 ２３２ 条(“２３２ 调查”)、«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案»第 ３０１ 条(“３０１ 调查”)等对欧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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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军事手段武力威慑其他国家外ꎬ还通过一系列经贸工具的选用转变其“经济国策”ꎮ 从战后的“马歇尔计
划”ꎬ到奥巴马政府时期谈判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ꎬ再到当前拜登政府主推的“印太繁荣经济
框架”(ＩＰＥＦ)ꎬ其贸易政策主张无不体现出“武器化”的对立思维和制度倾向ꎮ 参见赵菩:«国际制度的“武器
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ꎬ载«当代亚太»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第 ３３－７０ 页ꎻ陈佳骏:«美国对华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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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征关税而出台的ꎮ①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ꎬ美国迄今已发起 ２２ 次

“２３２ 调查”和一百余次“３０１ 调查”ꎬ②将关税作为国家间战略谈判筹码和利益工具的

“武器化”态势十分明显ꎮ③ 在此背景与新兴技术的加持下ꎬ欧盟亦不断借由产业政策

进一步扩展其贸易制裁工具ꎬ逐步延伸至技术封锁、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ꎮ

但无论贸易政策工具如何丰富ꎬ其本质上都是通过多部门协调以发挥多元贸易政策工

具的作用ꎬ围绕自身利益考量试图为“长臂管辖”提供合法理据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贸易政策工具箱的扩充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贸易政策的“武器化”ꎬ

如中国商务部也曾强调要“完善贸易政策工具箱”以实现外贸的促稳提质ꎻ④第 ２８ 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ꎬ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发布了“贸易政策工具包”以推动贸易

和气候的平衡发展ꎮ⑤ 真正导向“武器化”的关键节点在于使用该贸易政策的目的ꎬ意

即欧盟将更多元化的贸易政策用于对抗、竞争和威慑ꎮ 因此ꎬ贸易政策工具愈多元、种

类愈丰富ꎬ对国际经贸关系的稳定性造成的风险和危机就越显著ꎮ

(二)武器制度化———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日益加剧

不同于分散的贸易单边行径ꎬ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是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制

度化、体系化的安排ꎮ “武器化相互依赖”(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是指一国利用

全球经济网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ꎬ通过收集信息或阻断经济和信息流动的方式控制关

键节点ꎬ从而实现迫使他国政策改变、维系本国利益的目的ꎮ⑥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生

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愈发频繁、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升ꎬ经济相互

依赖增加了国家间使用军事武力挑起争端的机会成本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

社会中产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ꎮ⑦ 然而ꎬ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风险与回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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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应的ꎬ①军事武装冲突风险的降低可能意味着经济体将“武器化”的重心转移至贸

易联系中ꎮ 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ꎬ欧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ꎬ其受益

于经济相互依赖为其带来的高收益与统一市场优势ꎬ但同时ꎬ在其一再强调“去风

险”、建立“全球门户”的战略要求下ꎬ欧盟越是追求对全球市场的高控制权则越会面

临全球性风险ꎬ意即虽然«反经济胁迫条例»的出台可能是其实现自身目标战略的重

要一步ꎬ但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反而加剧了经济胁迫ꎮ 在此背景下ꎬ这种国际社会的经

济相互依赖亦会朝向深度“武器化”迈进ꎮ 质言之ꎬ经济相互依赖在战略利益的驱使

下导向愈发多样的贸易政策工具ꎬ贸易政策的武器化倾向进而使得武器化相互依赖程

度不断加深ꎮ

巩固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要求各国将贸易政策工具进行制度化、体系化安排ꎮ

事实上ꎬ欧盟近年所提出的上述八项新兴贸易工具均以立法的形式呈现ꎬ且除 ＣＳＤＤＤ

外均已生效ꎮ② 究其影响ꎬ武器化相互依赖具有“用之ꎬ或只能弃之”(ｕｓｅ－ｉｔ－ｏｒ－ｌｏｓｅ－

ｉｔ)的性质ꎬ③即当一国通过武器化相互依赖试图强迫其他国家时ꎬ另一国可能因此更

倾向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打压ꎬ寻求独立发展ꎮ④ 短期来看ꎬ贸易政策

“武器化”的体系化安排将使进出口贸易额受到影响ꎻ而从长期来看ꎬ由于被制裁一方

并不会“坐以待毙”ꎬ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解耦甚至脱钩ꎬ产生一系列连锁反

应ꎮ

(三)攻防并重化———“以武器反制武器”为借口推行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呈现出“防御式保护＋进攻式反制”的双重特性ꎮ 传统意

义上的贸易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防御性地限制进出口贸易ꎬ⑤而

随着各国采取的贸易政策不再局限于“两反一保”ꎬ在推动贸易政策工具化、武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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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理事会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正式批准 ＣＳＤＤＤꎬ但尚需官方公报发布二十日后生效ꎬ并将由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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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ꎬ ｐ.６６０.一个典型例证在于当美国利用武器化相互依赖关系ꎬ通过芯片管制切断中兴、华为等中国
企业的关键技术供应链时ꎬ中国企业只能选择独立发展、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ꎬ以最小化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被
“武器化”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参见赵晓、柳阳:«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ꎬ载«国际经济评论»ꎬ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ꎬ第 ６ 页ꎮ



进程中ꎬ贸易保护主义也呈现出一定的攻击性ꎮ 自特朗普政府开始ꎬ美国着手制定

“攻击性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战略ꎬ不断树敌、极限施压ꎬ以法律规则的修改维系其

自身在国际贸易领域所谓“应得”的利益ꎬ①而这一政策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承继并进

一步发展ꎮ 欧盟亦如此ꎬ即便有贸易专员将«反经济胁迫条例»的出台解释为“应对贸

易日益被武器化ꎬ欧盟被迫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ꎬ②表面来看似乎是一项单纯的

防御性工具ꎬ但实际上该条例将所谓防御性工具解构性地授权使用ꎬ③通过十项联盟

应对措施对第三国及相关自然人或法人施加了制裁的压力ꎮ 从其本质上来看ꎬ即便如

欧盟所称ꎬ第三方行为切实构成了经济胁迫的“武器”ꎬ那么欧盟通过«反经济胁迫条

例»予以回应等同于“以武器反制武器”ꎬ是保护自身利益的防御行为与减少第三国利

益的攻击行为之竞合ꎮ 然而ꎬ此处的“反制”只是其推行自身贸易工具的借口ꎬ并不具

有国际法上的合规性ꎮ 欧盟将其行为称作单纯防御行为更多是为其单边行径寻求合

法化出路ꎬ这背后仍然受到有选择的、针对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ꎮ④

综上所述ꎬ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呈现工具多元化、形式制度化、效果反制化的

演进特征ꎮ 从现实角度看ꎬ贸易政策“武器化”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更复杂、更系统、

更具进攻性的风险ꎬ⑤加剧国际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脆弱性ꎬ对于经济相

互依赖日益加剧的贸易各方均弊大于利ꎮ

三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逻辑进路

既然贸易政策“武器化”的现实风险昭然若揭ꎬ那么欧盟缘何继续推动这一“武器

化”进程ꎬ贸易政策“武器化”又何以演绎出新的特征? 这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

密不可分ꎮ 贸易政策具有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多重属性ꎮ⑥ 当前ꎬ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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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频繁并有指向性地将贸易政策用作地缘政治经济的战略武器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以

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视角分析其在法律政策层面的互动关系不失为一条可行

路径ꎬ②而贸易政策“武器化”得以产生长久影响亦与此紧密相关ꎮ

(一)贸易政策“武器化”的生成动机:法律、政治、经济之互动

首先ꎬ贸易政策“武器化”是单边主义甚嚣尘上、法律域外适用管辖扩张的产物ꎮ

为实现各经济体的贸易政策目标ꎬ获得整体效益最大的方式是通过多边谈判形成一份

具有普适效力的规则文本ꎬ以及在特定议题、特定范围内尝试通过区域协作方式达成

双边或诸边规则协议ꎮ 即便当前 ＷＴＯ 面临改革困境ꎬ尤其争端解决机制的不确定性

破坏了 ＷＴＯ 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期性与安全性ꎬ③但其所具有的谈判功能仍在制

定多边规则的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ꎮ 然而ꎬ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以来的种种因素导致

ＷＴＯ 机制运转水平始终未能恢复如前ꎬ欧盟逐渐转向以特惠贸易协定或区域合作为

主的道路ꎮ 双边或诸边谈判又难免出现适用范围狭窄、立场需要妥协、缺乏细节、可执

行性低等问题ꎮ④ 相较之下ꎬ以单边方式制定贸易法规似乎是最直接体现本国政策立

场的途径ꎮ 因而欧盟更多选择了绕过多边机构或双边协作的方式ꎬ以单边途径确立贸

易政策并强化域外适用效力、进行“长臂管辖”ꎮ 欧盟前贸易专员德古赫特(Ｋａｒｅｌ Ｄｅ

Ｇｕｃｈｔ)曾称“贸易政策是推广欧盟价值观和原则的关键载体之一”ꎬ⑤后续各项法规所

展现的“布鲁塞尔效应”更是对此的有力佐证ꎮ

其次ꎬ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国际治理体系转变是推动力量ꎮ 政治因素对贸易政策

“武器化”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ꎬ部分国家借助政治手段破坏多边贸易法制基

础或基于政治立场妨碍多边体系改革ꎬ⑥通过对多边体制发展的阻挠以期大肆推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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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将自身规则强行融入 ＷＴＯ 法律体系ꎬ以及对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各种方案的阻挠和其提
出的高要求ꎬ均体现出美国的政治权力导向对国际规则秩序建设的破坏性影响ꎮ 参见沈伟:«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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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易政策手段ꎮ 第二ꎬ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来看ꎬ对于国家安全的诉求使得部分关

键的利益相关者立场发生偏移ꎬ从而引起整体政策制定的转向ꎮ 如德国出于对国内产

业安全与政治利益的考量将其贸易政策立场由自由式竞争转向对抗式防御ꎬ①而欧盟

的主要政治方向和安全政策正是由各成员国的政治立场集合而成ꎬ②«反经济胁迫条

例»的出台也与国家安全考量相互关联ꎮ 第三ꎬ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使得守成大国对

新崛起国家态度发生转变ꎬ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背景下ꎬ美欧作为

老牌发达经济体倾向于维护自身守成地位ꎬ运用现存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对新兴国

家采取抵制的态度ꎮ③ 此外ꎬ俄乌冲突等国际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方大国

在政治安全与国际治理地位上的博弈ꎬ美欧之间甚至欧盟内部亦出现了地缘政治利益

需求的差异与竞争ꎮ④ 相较而言ꎬ美国推行贸易政策“武器化”更多基于第一项政治因

素ꎬ具有更浓烈的激进意味ꎻ而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生成则与第二项政治因素的

关系更为密切ꎬ蕴含反制色彩ꎮ 整体而言ꎬ从论辩主义视角来看ꎬ国际法具有极强的竞

争性和对抗性ꎬ⑤守成大国为了维系自身地位与地缘政治安全ꎬ其偏好采取更具攻击

性的“武器化”贸易政策以达到目的ꎮ

最后ꎬ经济相互依赖与贸易关系的不平衡、不对称是直接因素ꎮ 一方面ꎬ有回报的

相互经济利益能够降低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风险ꎬ但当经济体间的贸易关系存在严

重的不对称性或依赖性时ꎬ即使存在经济利益ꎬ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风险依旧会更为

显著ꎮ⑥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ꎬ冯德莱恩指出ꎬ２０２２ 年欧盟

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近 ４０００ 亿欧元ꎬ中欧间“明显的贸易失衡和分歧”问题必须解

决ꎮ⑦ 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和贸易结构的所谓“失衡”可能是欧盟近年来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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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出台的直接导火索ꎮ 在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剧的当前ꎬ

欧盟通过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尝试解决眼前的贸易失衡问题ꎬ是 ２０２１ 年欧盟新的

贸易战略中要求“提高追求自身利益、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的鲜明体现ꎮ① 另一方

面ꎬ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使得各经济体间通过贸易、投资等措施干涉彼此选择的现

象更为频繁ꎬ②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则使这种现象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

泛ꎬ欧盟的产业政策调整在新兴技术的加持下得以更迅速、更精准地打击被制裁方ꎬ③

这进一步推动了贸易政策“武器化”的演变ꎮ

综合来看ꎬ法律为贸易政策“武器化”提供了规则外观ꎬ政治因素决定了规则导

向ꎬ经济利益提供了规则目标ꎮ 究其实质ꎬ贸易政策“武器化”之争也是“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ＲＢＩＯ)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ＩＬＢＩＯ)之争ꎮ 欧盟在其贸易政策中一

贯强调其坚定支持 ＲＢＩＯꎬ④看似有着正当的话术ꎬ但实际上是通过模糊的表述掩盖其

基于自身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考量的“规则”实质ꎬ漠视了以公平合理的国际法作为

国际秩序基础的正当性ꎬ进而也将威胁已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体系ꎮ⑤ 总之ꎬ单边

主义对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体系所造成的弊害毋庸赘言ꎬ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法律政

策间的互动催生了武器化、强硬化、泛安全化的贸易政策ꎮ 简言之ꎬ欧盟贸易政策“武

器化”实质上是在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背景下ꎬ其基于自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观ꎬ做出的单边主义战略决策ꎮ

(二)贸易政策“武器化”的作用理据:法源、权源、利源之结合

在上述背景下ꎬ贸易政策“武器化”所切实产生的影响需要从法律基础、权力架构

与利益基石三个维度为其提供理据ꎮ

１.法源:单边法律提供内部合法性依据

“武器化”贸易政策的推行要求国家或经济体内部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授权ꎬ而如

上文所述ꎬ各法律基础实际上也是贸易政策武器制度化的体现ꎮ 欧盟作为超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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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ꎬ其在联盟层面立法并适用于全联盟的权限来源于«欧洲联盟条约»(ＴＥＵ)和«欧洲

联盟运行条约»(ＴＦＥＵ)ꎬ这两部基础性条约明确规定了三项权限划分原则:授权性原

则、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ꎮ 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ꎬ官方公报对于该条例的立法

说明中对其法源进行了阐释ꎮ (１)对于授权性原则ꎬ根据 ＴＦＥＵ 第 ２０７ 条赋予欧盟在

联盟层面的专属管辖权限ꎬ意即针对该条例中提到的经济胁迫行为ꎬ只有联盟才能够

依据相关规定采取行动ꎮ (２)对于辅助性原则ꎬ由于前条规定了由联盟一级做出采取

行动的决定ꎬ只要第三国行为与联盟应对措施均属于 ＴＦＥＵ 第 ３(１) ( ｅ)条和第 ２０７

(２)条中的“共同商业政策”ꎬ则不涉及违反辅助性原则的规定ꎮ① (３)对于比例原则ꎬ

欧盟委员会在该条例中的解释是其采取的行动不超过联盟所受到的损害、考虑到损害

赔偿请求的有效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等ꎬ因而“没有超出为实现所追求

的目标所必要的范围”ꎬ满足比例原则ꎮ 此外ꎬ委员会还对于联盟应对措施终止条件

中缔结协定的主体权限依据 ＴＦＥＵ 第 ２１８ 条进行划分、对修订通过附件二中原产地与

国籍规则法案的权限依据 ＴＦＥＵ 第 ２９０ 条划分给委员会等特殊情形进行了法源解释ꎮ

整体上看ꎬ欧盟通过自身解释使得«反经济胁迫条例»符合立法要求并具有效力ꎬ但一

方面其自身的解释具有主观性ꎬ如关于比例原则的分析实际上忽略了因规则存在灰色

地带导致执法层面的种种问题ꎻ另一方面ꎬ对于所有“武器化”的贸易政策立法而言ꎬ

这种国内法赋予的效力仅及于该立法本身ꎬ并不代表依据该政策实施的贸易制裁等行

为具有国际法的合法性ꎮ

２.权源:结构性权力提供域外作用可能

结构性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者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所提出的概念ꎬ其

含义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也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

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ꎮ② 结构性权力的具体

来源有四项:安全、生产、金融信贷和知识思想ꎮ③ 一般而言ꎬ美国以其长久的霸权态

势被认为具有在多个层次上的结构性权力ꎬ但随着美国霸权的逐渐衰落和新兴力量在

全球价值链中崛起ꎬ国际整体的结构性权力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ꎮ④ 而结构性权力

７９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逻辑解构与法律回应

①

②
③
④

参见孙舒:«欧盟‹反经济胁迫条例(草案)›的立法设计、适用风险及中国应对»ꎬ载«江西社会科学»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６２ 页ꎮ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ꎬ杨宇光等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２１ 页ꎮ
同上书ꎬ第 ２２－２３ 页ꎮ
参见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ꎬ载«中国社会科学»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４１－４４ 页ꎮ



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的概念ꎬ由于美国仍在军事安全、美元货币地位等方面占据主导ꎬ其

仍享有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等多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地位ꎻ同时ꎬ欧盟在市场一体化和政

策立法“布鲁塞尔效应”的推动下同样具有了结构性权力ꎮ 后者的主要影响在于ꎬ一

方面ꎬ欧盟所享有的结构性权力赋予其施展强制权力、使用贸易武器的机会ꎮ 与联系

性权力相对应ꎬ结构性权力更为关键ꎬ在权力控制结构(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中存在一

国无意识地行使权力导致某些关系受到权力影响的情形ꎬ因为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

往往“不得不控制主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ꎮ① 另一方面ꎬ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大国往往

能够进一步发挥权力支配优势ꎬ从而对其他国家在国家安全、经济生产、信贷稳定、思

想意识等方面造成破坏性影响ꎮ② 简言之ꎬ欧盟在各类贸易政策制定领域所享有的结

构性权力给予其使用贸易武器的可能性ꎬ并为贸易政策“武器化”对各目标国家产生

影响提供了契机ꎮ

３.利源:国家利益博弈提供域外作用空间

博弈论能够为国际经贸领域的战略决策提供直观解释ꎬ③贸易政策的制定与作用

发挥最终也是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ꎮ 表 １ 是一般情形下两国贸易政策倾向于自由贸

易抑或贸易保护的博弈矩阵表ꎬ从中可以简单理解国家利益博弈如何影响其贸易政策

的形成ꎮ 当两国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推动平等互惠的贸易政策安排时ꎬ整体效益最

为显著ꎻ一旦其中一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ꎬ对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产品实施贸易限制ꎬ

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一方会得到更多的利益ꎬ而仍保有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的利益会

受到损害ꎮ④ 在理性经济人假定下ꎬ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为实现“纳什均衡”ꎬ普遍会

选择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避免自身国家利益受到损害ꎮ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美国

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ꎬ而这一系列

政策当今仍在发挥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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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ꎮ 但由于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ꎬ第三方势必会受此影响ꎬ当博弈主体存在诸如制裁国、被制裁国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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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一般情形下贸易政策选择的博弈矩阵

　 　 　 　 　 　 　 　 　 Ｂ 国

Ａ 国　 　 　 　 　 　 　 　 　
自由贸易 贸易保护

自由贸易 (１ꎬ１) (－１ꎬ２)

贸易保护 (２ꎬ－１) (０ꎬ０)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ꎬ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作用效果亦可在博弈论视角下进

行阐述ꎮ 诚然ꎬ博弈矩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因其模拟的博弈主体只有两方ꎬ与现实社

会多个经济体相互林立的格局确实有差异ꎻ但“武器化”的贸易政策是单边行径ꎬ将其

与被制裁国家双方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贸易政策“武器化”发挥

作用的路径ꎮ 如表 ２ 所示ꎬ因为贸易政策“武器化”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的特性ꎬ双方的

博弈战略呈现重复博弈的态势ꎬ①实施贸易政策一方(Ｃ 国)有强化武器与弱化武器两

种可能ꎬ被贸易政策针对的国家(Ｄ 国)可选择是否挑战该项贸易政策ꎬ若不挑战则意

味着在该政策框架下的积极协商或纯粹被动接受ꎬ若挑战则意味着通过立法反制、诉

诸国际法等途径寻求解决路径ꎬ可能面临成功或失败两种结果ꎮ 从博弈的各种情形可

知ꎬ无论 Ｃ 国选择强化或弱化武器ꎬＤ 国最优的反应或是“不挑战”项下的积极协商或

是“挑战”并取得反制成功ꎮ 然而ꎬ一旦 Ｄ 国选择挑战并失败ꎬ即其国内立法反制并未

起到实际效果或多边机制下争端解决效率过低而致使损害无法弥补ꎬ则会遭到更严重

的损失ꎮ 特别是在如前所述的结构性权力差距明显的情形下ꎬ推动贸易政策“武器

化”的一方往往具有更稳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ꎬ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可以

被视作强大的威慑力量ꎬ②因而大多数被制裁国都会选择不挑战、顺应相关贸易政策

框架ꎬ以寻求更稳妥的解决方案ꎮ 然而ꎬ一旦 Ｃ 国明确 Ｄ 国选择“不挑战”后ꎬ其在下

一轮的重复博弈中势必会选择“强化武器”以扩大自身的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ꎮ

长此以往ꎬ贸易政策“武器化”得以不断强化推行ꎬ而实施相应贸易政策的国家也借机

实现其霸权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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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贸易政策“武器化”作用机制的博弈矩阵

　 　 　 　 　 　 Ｄ 国

Ｃ 国　 　 　 　

不挑战 挑战

积极协商 消极接受 成功 失败

强化武器 (２ꎬ０) (２ꎬ－１) (－１ꎬ１) (２ꎬ－２)

弱化武器 (１ꎬ１) (１ꎬ０) (－１ꎬ２) (１ꎬ－１)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三)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预期成效:威慑、阻断、赔偿之协同

在与其他政治经济体的互动过程中ꎬ欧盟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武器化”程度

日益加深的特点ꎬ但结合其法律政策属性ꎬ其贸易政策演进亦“万变不离其宗”ꎬ①有着

愈发明晰的发展体系和目标方向ꎮ 对于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预期成效ꎬ可概括

为三个方面:第一ꎬ威慑其他施行不当行为(经济胁迫)的国家ꎬ这是包括«反经济胁迫

条例»在内众多“武器化”贸易政策工具的核心目的ꎬ②即通过制度化的安排、透明化的

运作流程、严格的应对措施给予其他各国及相关主体可预期性ꎬ并结合自身的结构性

权力予以形式上的压迫ꎮ 由于贸易政策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运用贸易政策“武

器化”进行威慑往往能够弥补传统威慑手段的不足ꎬ重塑战略威慑体系ꎮ③ 第二ꎬ当经

济胁迫等行为已经发生后ꎬ及时阻断其他国家的不当行为ꎬ通过更进一步对其他国家

施以压力ꎬ提升他国所谓经济胁迫行为的成本以迫使其放弃不当行径ꎮ④ 第三ꎬ要求

其他国家予以赔偿、维系自身产业相关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ꎬ这是对于阻断功

能的补充ꎬ即要求实施不当行为的国家进行物质利益层面的补救ꎮ 这三项预期成效是

借由前述法律、权力和利益基础作为机制达成的ꎬ彼此协同、渐次展开ꎮ 当然ꎬ即便预

期如此ꎬ贸易政策“武器化”究竟能否达成上述成效依然存疑ꎬ一方面如上文所述ꎬ各

项工具自身存在的规则模糊与争议之处较多ꎬ若想有效实现政策目的仍需进行改革ꎻ

另一方面ꎬ在国际法的视域下ꎬ“武器化”的贸易政策也难以具有合规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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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合法性审视

贸易政策必然具有涉外性ꎮ 对于各国或经济体的内部政策ꎬ只要其满足自身的程

序和实体规则要求并在境内施行ꎬ则其他国家无权干涉ꎻ但当这些贸易政策被“武器

化”并对外推行ꎬ在经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当下ꎬ每一个与之存在贸易关联的经济

体都可能成为被贸易武器攻击的对象ꎬ因此ꎬ对其进行合法性审视确有必要ꎮ 以«反

经济胁迫条例»为例的欧盟各项“武器化”贸易政策在国际公法和 ＷＴＯ 规则下的兼容

性往往涉及其宪法限制问题ꎬ①即便国家在单边层面通过宪法尝试为其合法性正名ꎬ

但从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贸易领域的 ＷＴＯ 规则来看ꎬ仍然有待进一步研判ꎮ

(一)与一般国际法原则的背离

如上所述ꎬ欧盟推行“武器化”的贸易政策时亦会主张“以武器反制武器”ꎬ从而试

图在国际法上正当化自身行为ꎮ 在«反经济胁迫条例»中ꎬ欧盟委员会一方面使用«联

合国宪章»«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ＡＲＳＩＷＡ)粉饰其立法目的ꎬ另一方面

尝试用 ＡＲＳＩＷＡ 中的具体条款为其采取联盟应对措施、要求赔偿损害、打击对象扩展

至个人实体提供法律依据ꎮ② 就其具体措施的实施而言ꎬ贸易政策“武器化”可能与以

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冲突:其一ꎬ国家主权原则ꎬ意即各国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的

各项事务的权力不得受到侵犯ꎬ而在“武器化”的贸易政策下ꎬ欧盟动用结构性权力进

行威慑、压制ꎬ实际上是维护了自身国家利益而侵犯了被制裁国的主权利益ꎮ 其二ꎬ不

干涉原则ꎬ虽然在«反经济胁迫条例»中欧盟以不干涉原则作为其采取联盟应对措施

并予以“反制”的缘由ꎬ但因存在过于强硬的措施和主观的目标追求ꎬ③若一味从自身

利益出发、忽视规则文本的客观性ꎬ则会作出有失公允的决断ꎬ即可能会出现 ＡＲＳＩＷＡ

中“先前国际不法行为”尚未认定但“武器化”的贸易制裁已经实施的局面ꎮ 加之国际

社会对于所谓经济胁迫、干涉内政等行为的判定标准尚未达成一致ꎬ相关标准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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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比例原则难以落实ꎬ进而更可能违背不干涉原则、侵犯被制裁国的相关利益ꎮ①

其三ꎬ善意原则ꎬ“武器化”的贸易政策可能导致双边协定的不诚信行为ꎬ如欧盟曾指

责美国对其增加关税、单边制裁等行为违反了其与各成员国订立的«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ꎮ② “武器化”的贸易政策可能影响与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相关的措

施ꎬ因而相对应地可能违反已缔结双边协定中的承诺ꎬ此亦背离了善意原则的要求ꎮ

(二)与 ＷＴＯ 规则的乖违

ＷＴＯ 规则构成了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和主体ꎮ③ 一般而言ꎬＷＴＯ 绝对禁止

基于单边决定的贸易反制措施ꎬ④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ꎬ其在 ＷＴＯ 下的合规性可

从三个方面分析ꎮ

第一ꎬＷＴＯ 机制能否适用ꎮ 欧盟认为ꎬ“经济胁迫”并不在 ＷＴＯ 职权管辖范围

内ꎬ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ꎬ而欧盟所采取的“反措施”有着充分的威慑

力并与习惯国际法相一致ꎬ不会引发第三国诉诸 ＷＴＯ 的局面ꎬ⑤但这两点理由完全不

能成立ꎮ 一方面ꎬ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措施并非只有采取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反胁迫

工具”这一条路径ꎬ还有其他两个可行方案ꎬ分别为诉诸 ＷＴＯ 和多元化贸易关系以增

强韧性ꎮ⑥ 该路径虽然可能受到效率低下等影响ꎬ但并不能排除 ＷＴＯ 在类似问题上

发挥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如上所述ꎬ该条例落地的实际成效存疑ꎬ其威慑效果也仅及于政

治权利与经济地位更为弱势的国家ꎬ其具体措施亦不一定符合习惯国际法上的反措施

条件ꎬ且当贸易限制措施超出 ＷＴＯ 规定限度后ꎬ一般国际法下的正当性理由或将不

被 ＷＴＯ 所承认ꎬ⑦因此并不能够排除第三国诉诸 ＷＴＯ 的可能性ꎮ ＷＴＯ 的规则体系

作为解决国际经贸争端最广泛普适的机制ꎬ可以用于审视贸易政策“武器化”的正当

性ꎮ

第二ꎬ是否违反具体规则与基本原则ꎮ «反经济胁迫条例»在合法性上最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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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ꎬ” ｐ.２５７.
Ｓｅｅ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ｅａｕ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ｙａｔｔꎬ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ｇｌ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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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在于其所规定的联盟应对措施本身便可能构成对 ＷＴＯ 规则的违反ꎬ①即附件一

中列明的关税措施、数量限制措施等显然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中具体规定

相冲突ꎬ关于公共采购的限制与«政府采购协定»存在矛盾等ꎮ 退一步而言ꎬ即便欧盟

采取联盟应对措施时确有合理合法的反制依据ꎬ但具体措施是否合乎比例、是否造成

不必要的损害难以界定ꎬ欧盟委员会也在影响评估报告中表示ꎬ采取措施时需要考量

第三国的反应以免超出必要限制ꎮ② 此外ꎬ该条例还对 ＷＴＯ 项下的基本原则造成冲

击ꎬ比如其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所施行的贸易限制可能违反非歧视原则ꎬ进而可能被视

作权利的滥用、违反善意原则ꎬ扭曲欧盟在 ＷＴＯ 下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ꎮ③ 质言

之ꎬ欧盟一旦不当采用了«反经济胁迫条例»规定下的联盟应对措施ꎬ将违反其在 ＷＴＯ

项下应遵守的义务ꎮ

第三ꎬ能否援引例外条款免责ꎮ 首先ꎬ与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代表的“武器化”

贸易政策最贴切、最可能被援引的例外条款是 ＧＡＴＴ 第 ２１ 条(ｂ) ( ｉｉｉ)款ꎬ即以“战时

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 主张安全例外ꎮ 在 “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

(ＤＳ５１２)中ꎬ专家组认为ꎬ“国际关系中的紧急状况”及相关措施的认定应当基于客观

事实判断ꎬ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或经济差异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ꎬ

除非引起国防军事利益冲突或导致紧张危机局势加剧的公共秩序利益冲突ꎻ④安全例

外的援引必须基于善意ꎬ不能通过声称安全例外而行贸易保护之实ꎮ⑤ 虽然专家组在

不同案件中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紧急状况”定义有所差异ꎬ⑥但 ＤＳ５１２ 案能够为第 ２１

条(ｂ)(ｉｉｉ)的援引提供一定指引ꎬ即纯粹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并不能够作为基本安

全利益的合理性依据ꎬ意即安全例外无论如何不能作为美欧挑起贸易政策“武器化”

措施的通行证ꎮ⑦ 其次ꎬ由于该条例采取联盟应对措施的方案与背景较为复杂ꎬ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下的一般例外条款也可能被援引ꎬ但无论援引第 ２０ 条下的哪一款ꎬ都必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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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ｂｉｌ / ｂｒａａ００７ꎬ ｐｐ.６４－６５.



足该条前言中所规定的条件ꎬ即只有当相关措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时

一般例外才能成立ꎮ 因此ꎬ若一国不选择市场方式解决相关经济问题ꎬ反而使用贸易

武器导致局势恶化ꎬ对该例外条款的援引往往难以得到专家组支持ꎮ① 再者ꎬ«反经济

胁迫条例»涉及的贸易限制措施工具多元ꎬ除却 ＧＡＴＴ 外ꎬＷＴＯ 项下的其他法律规范

中的例外条款亦可能涉及ꎬ在此不做展开ꎮ 相类似地ꎬ对于各项例外条款必须结合上

下文与客观事实进行体系解释ꎬ抑制例外条款的扩张性与自裁性ꎬ可以预见的是ꎬ例外

条款均无法为“武器化”的贸易政策提供正当免责事由ꎮ

诚然ꎬ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合法性问题需要结合具体政策进行具体分析ꎬ

«反经济胁迫条例»只是其中一例ꎬ但无论如何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及对一般国际法原

则的侵蚀性是共通的ꎮ 综上所述ꎬ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的贸易政策“武器化”并

不具有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ꎬ无论是输入导向合法性( Ｉｎ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或是

输出导向合法性(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均付之阙如ꎮ② 一方面ꎬ“武器化”政策生

成欠缺程序正义ꎻ另一方面ꎬ其与各项国际法规则的背离将会导致整体福利效益的缩

减ꎬ对国际秩序稳定与贸易发展造成弊害ꎮ 欧盟妄图绕开现有国际贸易法规则ꎬ从单

边途径为其自身战略利益打造政策工具ꎬ奈何最终仍须受制于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体

系ꎮ

五　 涉外法治语境下贸易政策“武器化”的中国因应

贸易政策“武器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证层面都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ꎬ扰乱

国际贸易秩序体系ꎮ③ 日益崛起的中国受到西方国家贸易政策“武器化”最为直接的

影响ꎬ为避免经贸往来陷入“零和博弈”的境地ꎬ结合相关政策工具背后的生成逻辑与

违法性本质ꎬ中国应当从多领域、多层次、多手段予以回应ꎮ 由于欧盟贸易政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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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产物ꎬ中国需要通过不断强化政治建设、提升国际地位与

话语权ꎬ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经济结构、保障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等方面ꎬ应对欧盟

凭借结构性权力和守成“大国”的既有利益优势施加政策压制ꎮ 从政治、经济、国际关

系等角度提出的对策固然重要ꎬ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ꎬ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

当务之急”ꎬ①因而本部分尝试在涉外法治建设的视域下提出因应之道ꎮ

(一)确立涉外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ꎬ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首先ꎬ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ꎬ树立科学正确的涉外法治建设理念ꎬ确立中国涉

外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方向ꎮ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发展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构想ꎬ再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安排ꎬ加强涉外法治建

设始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这些重要的论述也为中国在涉外法治的

“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战略指引ꎮ 当前ꎬ“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ꎬ国际

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ꎬ②在此背景下ꎬ唯有以高瞻远瞩的习近平法

治思想作为坚守正确的思维指引ꎬ方能推动建设中国特色涉外法治体系、实现中国涉

外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ꎮ

其次ꎬ坚定不移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观ꎬ应对贸易政策“武器化”背

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ꎮ 世界只有一个秩序ꎬ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ꎬ这也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必然要求ꎮ③ 欧盟声称其信守多边主义、维系国

际秩序ꎬ但实际上仍未摆脱原有权力本位国际秩序观的樊篱ꎬ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单

边主义实质也再次戳破了 ＲＢＩＯ 的面纱ꎮ 中国一贯主张 ＩＬＢＩＯꎬ并已将«对外关系法»

«反外国制裁法»列为中国法律政策及对外关系的基本遵循ꎬ体现出中国对于具有普

遍性、包容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国际法作为调整国际关系权威规则体系的充分认识和

坚定拥护ꎮ④ 而对于 ＩＬＢＩＯ 的捍卫与坚守也将成为进一步应对贸易政策“武器化”等

旧有秩序观下国际实践的价值依托ꎮ

最后ꎬ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ＩＬＢＩＯ 的规则观下加强涉外法治话语体系建设ꎬ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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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在国际法治与外交领域的话语压迫、避免落入话语陷阱ꎮ “大国外交必重国

际法ꎮ”①对于诸如“经济胁迫”等不切实际的帽子ꎬ应当认清其本质意图是攻击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的法治形象ꎬ②并在处理相关国际问题时注重国际法的研究与运用ꎬ统筹

涉外法治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外交层面的协调安排ꎮ③ 面对西方国家一意孤行

推动贸易政策的工具化、武器化、泛政治化现象ꎬ中国在外交场合也需重视发挥国际法

的核心作用ꎮ

(二)完善涉外法治建设的制度体系ꎬ优化国内法解释路径与适用模式

“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涉外法治的基础ꎬ发挥着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ꎮ”④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型使中

国涉外法治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ꎬ但同时也要求自下而上的一致认识与法律体系

化的构建ꎬ这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了机遇ꎮ⑤ 当前ꎬ中国已就应对外国贸易制裁等一

系列“武器化”行径进行立法ꎬ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

用办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形成了应对外国经贸制裁的法律体系雏形ꎬ意即当

欧盟采取诸如«反经济胁迫条例»对中国相关主体施加制裁措施时ꎬ中国可通过公共

执法与私法救济的途径进行阻断ꎬ为本国受贸易武器影响的主体争取更多时间以完善

应对策略ꎮ⑥

然而ꎬ中国现有相关法律制度仍存在如下问题:其一ꎬ规则标准设定不明确ꎬ如

«反外国制裁法»第 ３ 条中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如何认定ꎬ第 １２ 条仅提及相关主体可

以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损害赔偿ꎬ但在提起阻断或反制裁诉讼时的当事人认定、

具体程序要求以及外国裁判文书的承认执行等问题均处于规范缺位状态ꎮ 其二ꎬ规则

域外适用可落地性较弱ꎬ中国相关立法采取概括式立法例ꎬ对于阻断指向不明ꎬ⑦其是

否能够真正有效保障中国相关主体在海外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有待考证ꎮ 其三ꎬ规则体

系不健全、立法较分散ꎬ除却上述三部法律外ꎬ中国«对外关系法»«出口管制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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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也存在反制裁性质的规范ꎬ①但位阶较低、法律之间关系混乱、缺乏明确有效的协

同机制ꎬ“一事一议”也容易导致执法效率低下、造成司法堕距等问题ꎮ 其四ꎬ规则涵

盖范围有限ꎬ难以应对“武器化”新形势下的外国贸易工具ꎬ特别是在当前欧盟贸易政

策“武器化”采取更多元的工具、更严苛的手段、涉及更广泛的领域时ꎬ中国现有的立

法体系缺乏对可能发生的通过新兴技术手段等使用贸易武器的回应ꎮ

因此ꎬ中国要用正当合理的“法律武器”应对单边霸权性质的“贸易政策武器”ꎮ

在涉外立法层面ꎬ其一ꎬ以扩充式完善立法应对“武器多元化”ꎬ即针对涉及不同领域、

不同实体的“武器化”贸易政策ꎬ以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需求为主要指向ꎬ完善中国现

有涉外法制ꎮ 其二ꎬ以技术式优化立法应对“武器制度化”ꎮ 具体而言ꎬ在解释路径

上ꎬ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以明确模糊标准ꎬ提升具体规则的透明度并健全反制裁监管机

构ꎬ以确保各部门协同运作、明确操作程序ꎬ避免立法实效落空ꎮ 适用模式上ꎬ中国目

前已有的对外制裁实践均通过外交形式达成ꎬ②可能引发争端ꎬ因而可以通过对外制

裁法具体规则的制定以法律化、明确化相关反制裁路径ꎮ③ 但域外管辖条款可以暂不

纳入ꎬ因为类似条款易被视作“长臂管辖”等扩张管辖权的表现ꎬ在形式上难以具备合

理性并容易引发争端ꎬ因而可仍以防御性的反制措施为主ꎬ避免对外制裁法律体系落

入西方的立法思维模式、因具有主动攻击性而在合法性上难以立足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

还需加强涉外执法能力ꎬ提升涉外执法队伍的工作素养与效率ꎬ加强涉外法律人才的

培养与建设ꎮ 尤其在«反经济胁迫条例»采取多元措施且针对目标不止于国家、还包

含自然人与企业的情况下ꎬ相关领域的涉外法治维权需求将日益提升ꎬ因而需要优化

涉外法律制度体系ꎬ更好地保障中国及各海外企业在国际经贸竞争中的利益ꎮ

(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合作协调ꎬ推动多边与区域平台的“软硬兼施”

对于由市场导向的分权决策原则驱动的、有数以千万的企业家参与的全球经济事

务而言ꎬ坚持“规则倾向方法”(Ｒｕ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至关重要ꎮ④ 欧盟推行贸易政

策“武器化”ꎬ归根结底在于缺乏国际合作机制与统一规则约束ꎬ导致一旦地缘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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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局势发生变动ꎬ守成大国在没有上层机制束缚的情形下势必寻求突破现有框架的

“武器化”行径ꎮ 有学者认为ꎬ如果存在一个真正行而有效的多边机制解决争端、多边

规则提供合作ꎬ那么欧盟就不会再采取诸如«反经济胁迫条例»一类的措施ꎮ① 尽管美

欧在贸易政策上将如何进行战略转向难以预测ꎬ但影响全球经贸关系稳定性的变量因

素愈发增多ꎬ广义上的涉外法治建设要求运用国际法治应对地缘经贸关系中的危机挑

战ꎬ②而面对贸易政策“武器化”所具备的攻击性ꎬ中国在推动区域与多边合作时可以

“软硬兼施”应对“攻防并重”ꎮ

一方面ꎬ多边规则要求更充分的谈判与协商ꎬ在当前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的背景下ꎬ通过规则合作抑制“武器化”发展态势具有可行性ꎬ因为只有国际法的规则

公平化ꎬ国际秩序才能朝向公平化的方向发展ꎮ③ 然而ꎬ国际范围内多边规则硬化的

实施条件过于严苛ꎬ且美欧在具体规则的执行方面可能持有反对立场ꎬ因而如果多边

硬性规则道路行不通ꎬ则可以通过一些软化的途径予以约束ꎬ如借助国际组织集会、国

际论坛峰会、国际公共对话、科学研究等场域进行舆论宣传ꎬ④特别是在«反经济胁迫

条例»设定“国际合作”机制之下ꎬ欧盟可能联合多国共同发起经济胁迫ꎬ⑤此时需揭穿

其伪善背后的单边霸权实质ꎬ占据国际法理和正义秩序的制高点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可

以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公共产品开展友

好合作ꎬ“积极树立法治自信ꎬ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ꎬ⑥深化

贸易领域的经济合作与政策层面的立法、执法、司法协作ꎬ其一展现中国良好的法治形

象ꎬ其二拓展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间的贸易关系ꎬ从而尽可能消弭欧盟贸易政策“武器

化”对中国的影响ꎮ

(四)应对涉外法治建设的风险挑战ꎬ充分健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欧盟贸易政策的“武器化”已形成制度化安排ꎬ各项立法逐步出台生效ꎬ意味着中

国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这些贸易政策武器的潜在冲击ꎮ 以«反经济胁迫条例»为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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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ꎬ其并未给第三国提供充分的申诉机制ꎬ因而中国除了选择通过国内的反制

裁立法予以直接阻断外ꎬ本文表 ２ 的博弈矩阵表明ꎬ直面相应的风险挑战还有两条路

径可供选择:其一ꎬ加强与欧盟协商对话ꎬ通过谈判的方式强化合作、减少对立冲突ꎬ在

弱化分歧的同时为可能的争端提供双边框架下的解决机制ꎮ 其二ꎬ诉诸 ＷＴＯ 争端解

决机制ꎬ由于«反经济胁迫条例»等“武器化”的贸易政策措施存在明显的违法性且例

外条款难以为其提供免责事由ꎬ因而中国在受到该条例负面影响时可以选择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下挑战其正当性ꎮ 相较而言ꎬ第一个方案成本更低且能够裨益于中欧双

方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ꎬ而第二个方案可能将«反经济胁迫条例»置于多边框架下审

视合法性ꎮ 由于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一方的制裁成本越低则制裁效果越好ꎬ被制裁国实

力越强则制裁效果越差ꎬ①而中国同样有着较强的议价能力ꎬ在第二个方案下可能迫

使欧盟修改相应贸易政策、对于国际社会的整体效益更大ꎮ 抉择方式则取决于争端的

具体情形并基于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ꎬ但无论如何ꎬ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争端

挑战同样是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要求ꎮ

此外ꎬ一方面ꎬ由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已陷入僵局ꎬ在充分利用多边机制所具有

的强制效力之时ꎬ中国也应当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一步推动 ＷＴＯ 机制的改革ꎬ这

也是关乎本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和在多边贸易体制下长远利益和发展的关键ꎮ② 另

一方面ꎬ理论上ꎬＷＴＯ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ＴＰＲＭ)对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监督功能也

能够为中国在国际层面应对“武器化”的贸易政策提供解困路径ꎬ但 ＴＰＲＭ 的审查运

作所收集的信息往往取决于成果方的主观意愿ꎬ③其所具有的软约束效力无法发挥实

质作用ꎬ因而同样需要赋予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以适当宽松的权限ꎬ增强其对于各成员

方贸易政策的软法性效力ꎮ④ 当然ꎬ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改革背

后涉及的具体规则和分歧争议十分复杂ꎬ中国在推动 ＷＴＯ 机制改革之时更应当在多

边主义框架下守正创新ꎬ⑤以期为本国涉外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稳定健康有序的多边贸

易体制环境ꎮ

９０１　 欧盟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逻辑解构与法律回应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 Ｅｎｇｅｒｓ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１００ꎬ Ｎｏ.５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９０２－９０５.

参见韩秀丽:«涉外法治:属性解读与完善进路»ꎬ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３２ 页ꎮ

Ｓｅｅ Ｍｏｎａ Ｐｉｎｃｈｉｓ－Ｐａｕｌｓｅｎꎬ “Ｌｅｔ’ｓ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２２ꎬ ｐ.５３６.

参见张耀元:«ＷＴＯ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软约束”及其强化路径»ꎬ载«法学»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ꎬ第 １８７－
１９２ 页ꎮ

参见张月姣:«ＷＴＯ 争议解决机制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ꎬ第 ８２ 页ꎮ



结　 语

贸易政策“武器化”是国际经贸秩序与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ꎮ 近年来ꎬ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典型的“泛安全化”态势ꎬ从具体的产业打压与

技术管制ꎬ到«反经济胁迫条例»的一揽子联盟应对措施ꎬ其不断借由地缘政治经济推

行贸易政策的“武器化”ꎬ矛头似乎都指向了新兴崛起的中国ꎮ 然而ꎬ真正对其他各国

施加经济胁迫的美国却成为“房间里的大象”ꎮ 在贸易政策武器多元化、制度化、泛滥

化的当前ꎬ无论是过分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的“民事力量”ꎬ抑或采取诸如«反经济胁迫

条例»的“规范力量”ꎬ都无助于解决当前全球贸易所面临的不安全问题ꎬ反而会造成

更大的利益损失ꎮ①

“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事关全面依法治

国ꎬ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ꎮ”②面对贸易政策“武器化”的风险ꎬ进一步加

强涉外法治体系与能力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时代之应然、历史之必

然ꎮ 中国作为有能力、有担当、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ꎬ坚定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观ꎬ积极引领推动国内法的完善优化、国际法的合作共治、国际机制的改革发

展ꎬ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ꎮ 诚然ꎬ贸易保护主义、单边霸权主义日益抬头、地

缘政治经济局势不断演变、破坏国际法运作基础的国际实践时有发生ꎬ但唯有坚定涉

外法治建设根本遵循不动摇、践行多边主义路线不走偏ꎬ方能实现国际经贸规则与治

理体系的良性重构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ꎮ

(作者简介:张丽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ꎻ巩文昊ꎬ中国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 ２０２３ 级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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